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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涅金与杜少卿的比较研究

吴超平

（淮北师范大学，安徽　淮北　２３５０００）

摘　要：清代吴敬梓《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不愿与封建统治者同流合污，又无法融入人民，终日无所事事，也

是一个“多余人”。他与奥涅金都产生于新旧文化剧烈冲突的时期，这证明“多余人”形象的产生与一个民族

文化的嬗变密切相关，“多余人”这一文学现象具有世界性；二者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作家情感经历的投射，所

以吴敬梓也是一位思想上的先觉者。同时，杜少卿与奥涅金又有诸多差异，这些差异及其形成的原因指出了

艺术形象各自的民族性、时代性。

关键词：奥涅金；杜少卿；多余人

中图分类号：Ｉ　０－０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１９２（２０１１）０５－００７７－０５．

＊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ｎｅｇｉｎ　ａｎｄ　Ｄｕ　Ｓｈａｏｑｉｎｇ

ＷＵ　Ｃｈａｏ－ｐｉｎｇ

（Ｈｕａｉｂｅ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ｕａｉｂｅｉ　２３５０００，Ａｎｈｕ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Ｄｕ　Ｓｈａｏｑｉｎｇ，ａｐｏｒｔｒａｉ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ｂｙ　Ｗｕ　Ｊｉｎｇｚｉ　ｉｎ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ｒｅｆｕｓｅｄ　ｔｏ　ｃｏｌｌｕｄｅ

ｗｉｔｈ　ｆｅｕｄａｌ　ｒｕｌｅｒｓ，ｎｏ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ｈｉｍｓｅｌｆ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ｃｅ，ｔｈｕｓ　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ｗｉｔｈ　ｎｏｔｈｉｎｇ　ａｓ　ａ　ｓｕｐｅｒｆｌｕ－

ｏｕｓ　ｍａｎ．Ｌｉｖ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ｓ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ｌ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ｕ　Ｓｈａｏｑｉｎｇ，

ｌｉｋｅ　Ｏｎｅｇｉｎ　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ｆｌｕｏｕｓ　ｍｅｎ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ｈａｄ　ｍｕｃｈ　ｔｏ　ｄｏ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ｉｓ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Ｂｏｔｈ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ｔｈ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ｅｒｓ，ａｎｄ　Ｗｕ　Ｊｉｎｇｚｉ　ｉｓ　ａｌｓｏ　ａ　ｐｒｏｐｈｅｔ　ｉｎ　ｉｄｅａｓ．

Ｂｅｓｉｄｅｓ，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ｕ　Ｓｈａｏｑ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Ｎｅｇｉｎ，ｗｈｉ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ｐｏｃｈ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ｒｔ　ｉｍａｇ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Ｏｎｅｇｉｎ；Ｄｕ　Ｓｈａｏｑｉｎｇ；ｓｕｐｅｒｆｌｕｏｕｓ　ｍｅａｎ

一　　　　

奥涅金是普希金诗体小说《叶普盖尼·奥涅

金》的主人公，也是“多余人”形象的鼻祖。１９世

纪俄国著名哲学家、作家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

曾经对这类人的特点做过精辟的概括：生活在贵

族阶级趋向没落的时期，不愿与上流社会同流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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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但由于远离人民，无法摆脱贵族立场，缺乏真

正祟高的生活目标，因而不能有所作为，在生活

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概而言之，“多余人”形象

的两大特质是：一，既不站在政府一边，也不站在

人民一边；二，无所事事，无所作为。

然而，研究者们已经注意到，“多余人”形象

并不是俄国贵族文学时期特有的文学现象，它是

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存

在“多余人”形象，清代小说家吴敬梓在《儒林外

史》中塑造的杜少卿就在精神上与“多余人”一脉

相通。

首先，杜少卿不愿与封建统治者同流合污，

也无法融入人民。杜少卿出身于“一门三鼎甲，

四代六尚书”的大官僚地主家庭，自身饱读诗书，

才品过人，名闻天下。对其钟爱有加的娄老伯评

论他“品行、文章，是当今第一人”［１］２２２，虞博士赞

其为“奇才”［１］２４６，一心荐举他的李本瑛认为他

“品行端醇，文章典雅”［１］２２６，就连对杜少卿的为人

极尽诽谤之能事的高翰林，也未敢对他的文采稍

有不逊之辞。但是，杜少卿除却早年参加过童生

试取得秀才资格外，一生都远离科举考试。因为

他深悟科举制度的本质：只不过是统治者网罗人

才实现其专制统治的工具，所以他蔑视科举，瞧

不起功名富贵，第三十二回他说：“学里秀才，未

见得好似奴才”［１］２２０。当臧蓼斋对他说出补了廪

就可以坐堂、洒签、打人时，他笑骂说：“你这匪

类，下流无耻极矣”［１］２１９。李巡抚荐举他入京做

官，他用手帕抱了头称病不去。有人要同他去会

王知县，他说：“王家这一宗灰堆里的进士，他拜

我做老师我还不要，我会他怎的！”［１］２１４这些离经

叛道的言行，与《儒林外史》上读书人追名逐利的

风气恰成鲜明的对照。杜少卿不仅反科举，还反

对封建礼教的束缚，众目睽睽之下与妻携手同游

清凉山；反对男尊女卑，提倡尊重女性，认为多妻

制破坏了人类的自然平衡；反对封建等级观念，

崇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尚、道士、工匠、花子

都拉着相与；反对程朱理学，从人情出发解释《诗

经》，认为：“《诗经》上《溱洧》之诗，也只是夫妇同

游，并非淫乱”［１］２３３。杜少卿叛离了科举制度，远

离了封建统治者，背弃了封建社会的传统，但又

不能融入人民群众中。他最喜别人称呼他为“少

爷”，虽然乐善好施，却也还是居高临下地认为

“这些做奴才的有什么良心”［１］２５５。言辞之间流

露出家庭出身的优越感，这决定了他不可能从思

想认识上真正站到民众的一边。其次，杜少卿也

是一个无所事事的闲人。他不愿出去做事，对社

会而言是一个闲人；他依靠祖上留下的家产度

日，从未想过本来就不丰厚的家产总有用尽的一

天，坐吃山空，对于家庭而言，是一个闲人。这个

大闲人最终无所作为，凄冷度日。

显然，杜少卿与“多余人”鼻祖奥涅金的质的

相同是不容置疑的，以“多余人”冠之也是名副其

实。然而，《儒林外史》的成书时间比《叶普盖尼

·奥涅金》早了半个多世纪，为什么中俄这两个

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作家笔下不约

而同地产生了如此类似的形象？

从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来看，可以发现这两个

人物形象形成的文化背景有着惊人的相似。奥

涅金产生于异质文化与本土文化激烈交战的时

期。１９世纪上半期，专制统治和农奴制严重阻碍

俄国生产力的发展，俄国日益贫穷落后。与此同

时，亚历山大一世撤消了对外国物品的禁令，并

允许俄国人到外国旅游，这开阔了俄罗斯人的视

野。在１８１２－１８１４年的俄法战争中，异质文化

的影响迅速扩展开来。拿破仑虽然失败了，但是

拿破仑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却征服了很多人

的心，Ａ·别士土舍夫在上书尼古拉一世时，回顾

了这一情形：“军队———从将军到士兵———回来

后，老是谈论在国外如何如何的好。拿来同自己

的国家一比较难免发生疑问：为什么我们不能象

人家那样呢？起初人们随便聊聊这个问题的时

候，这个话题便四处流传起来，因为智慧如同火

药一样，只有加以束缚才是危险的”［３］５６。在西欧

资本主义的感召下，进步青年成立了秘密的革命

组织，企图依靠军队的力量发动政变，按照西方

的方式来改造国家，这就是著名的十二月党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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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起义失败了，俄国社会有充满了压抑和窒

息的气氛，一些曾经为革命所鼓舞的进步青年因

此意志消沉，“他们由于自身的局限，找不到正确

的出路，最终在忧郁、颓丧和庸庸碌碌中消磨掉

自己宝贵的青春”［２］１３５。这就是诗体小说《叶普盖

尼·奥涅金》产生的文化背景，正如刘亚丁在《十

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所言，“多余人”的产生，

“实际上是外来文化撞击古老俄国的结果。外来

文化的第一批接受者是贵族青年，他们无法停息

被撞击后的震荡，而且，即使震荡停息，心灵已不

可能复原，于是他们就在两种文化之间，找不到

一个固定的位置，不知道如何行事”［３］８４。普希金

非常敏锐地捕捉到生活的这一现象，对之进行研

究，并在作品中塑造了奥涅金这一“多余人”的文

学典型。

杜少卿这一形象形成的文化背景则主要是

产生于本土的新文化对旧文化的激烈冲撞。清

朝前期，奉行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但是中国自

身的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萌芽。到乾隆时期，随着

商品经济的发达，社会财富的积累，资本主义萌

芽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萌芽带来

了新文化的萌芽，“在清前期近两百年的历史中，

中国文化完成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历史性变革，这

就是结束了宋明理学在知识界的独尊地位，知识

阶层的社会观念出现了明显的多元化趋势：反对

传统礼教束缚，主张人性自由；反对学术垄断，主

张独立思考；反对极端君主专制，主张‘公天下’，

成为清前期反传统观念的重要特色”［４］。在这种

文化氛围中，许多知识分子如袁枚、戴震等从人

性出发对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猛烈的抨

击。而科举制度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部分，

越来越禁锢知识分子的思想，使许多知识分子陷

入追求功名利禄的圈套，成为专制统治的帮凶。

吴敬梓对此深有体会，他敏锐地抓住了文化变革

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并把它糅合灌注于杜少卿

的内部世界，通过其艺术形象直指时弊。

所以，二者都是新旧两种文化相互冲撞的产

物，只不过奥涅金面对的是异质文化与本土旧有

文化的交战，杜少卿面对的主要是在本土产生的

新文化与旧有文化的交战。因而，“多余人”可视

为一个民族文化即将产生嬗变的先兆。

二　　　　

然而，奥涅金与杜少卿毕竟产生于不同的时

代、不同的民族，由不同作家塑造的，他们必然包

含许多差异。

第一，多余感产生的根源不同。奥涅金的多

余感源于对个人生存价值与意义的迷惘，在作品

草稿的日记中奥涅金写道：“没有比找不到活着

的理由更让人苦闷了，／也没有比找不到生活目

的的人更感多余。”这直接道出了奥涅金感到多

余的原因：上流社会的花天酒地、爱情、乡村美

景、旅行等都无法使他的灵魂得到栖息，不能给

他生命的激情，不具有任何价值与意义。杜少卿

的多余感，则源于在现实中找不到个人的位置。

作为一个文人，杜少卿内心深处渴望能够做一番

事业，但现实却是一个“走出去也做不出什么

事”［１］２２８的现实，因此，他远离封建统治，把精力投

放于结交贤士、陪伴妻子的生活中。在他的身

上，积蓄着“哀莫大于心死”的对现实的绝望与愤

怒。

第二，奥涅金思索俄国的社会现实探索出

路，最初的出发点是为寻找个人生命的精神依

托，医治忧郁病。例如，他追求已婚的达吉亚娜，

本质上是为了自救，给在达吉亚娜的书信中他写

道：

“我知道：我的时日已经有限；

然而为了能延续我的生命，

我每天清晨必须有一个信念，

这一天我将见到您的身影……”［５］３０８

这与其说是爱情表白，不如说是下意识中拯

救自己的呓语。而杜少卿看重社会抱负的实现，

在他的心目中，治国平天下与个人价值的实现是

一体的，能够治国平天下也就实现了个人的价

值，体现了个人生存的意义。二者的差异再次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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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出来：在思维方式上，奥涅金以个人为中心，杜

少卿以家国为中心。

第三，作为“多余人”，他们都勇敢地多余了

出去，但是过程不同。奥涅金经历了上下求索未

果的失望后才多余出去的，而杜少卿则是看破红

尘之后径直走向多余人的队列。奥涅金为寻找

生存的价值与意义进行过许多尝试：试图从写作

中找寻出路，但是“不懈的劳动使他感到难捱；／

他笔下一个字也写不出来”［５］３９；意欲博览群书，

从中领悟生活的真谛，但却倍感失望，因为“读来

读去，什么道理也读不出”［５］４０，“每本书都带有各

自的锁链；／古旧的东西早已经衰老，／新东西也

哼着旧的强调”［５］４０；继而，把目光转向实践，希望

通过实施地租制给农奴一定的自由，改善地主与

农奴的关系，但是遭到其他地主的阻挠，只能不

了了之。失败接踵而至，奥涅金最后无可奈何地

成为了多余人。相对而言，杜少卿则较为消极，

他否定科举制度、不满黑暗的社会现实，于是拂

袖而去，从此过着隐士一般的生活。杜少卿没有

积极地在出仕与隐逸这两种生活方式之间为自

己寻找一个出路，为自己的人生设想另外一种可

能。

至此，杜少卿与奥涅金的差异豁然在目，然

而形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这种

差异与民族的文化传统、民族性格以及时代特征

紧密相连。

现实生活对奥涅金毫无意义，这折射出一种

强烈的自责与反省精神，这种精神也是俄国知识

分子的一大特征。西方文化本来就是一种“罪感

文化”，西方文化的渊源、东正教的影响，使俄国

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普世情怀，他们视拯救俄罗

斯、拯救人类为自己的天职。但现实中障碍重

重，他们一方面为俄国的落后悲哀，一方面又为

自己的渺小和无力而自责。自省自责之后，俄国

知识分子的归宿有两类：一类通过自我反省走向

实际的行动；另一类经过思考，认为无力回天，遂

沉于自责，这就是“多余人”。奥涅金就是经过痛

苦的探索，看到自己即无法改变俄国落后的现

实，又无法拯救苦难中的人民，因而自感多余，这

多余本身蕴含着深深的忏悔与无限的叹息。同

为“多余人”，杜少卿则缺乏这样的自责与反省，

把自己的多余归之于外部世界，这是因中国文化

传统本身就缺乏一种深刻的忏悔精神，“中国式

的宗教都是求生、求乐的宗教，缺乏西方人那种

原罪意识。所谓‘三省吾身’之类的反省，也主要

是高度理性意义上的出于对个人道德的自信的

一种对过去行为的检视，而缺乏忏悔的那种强烈

的自谴自责的情感体验”［６］。所以中国知识分子

缺乏忏悔精神，把个人在仕途失意的原因归结于

小人当道的时世，即使是自己酿成的悲剧，也只

需得一句“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元稹）、“东风

恶”（陆游）便可了事。所以，杜少卿把个人多余

的原因完全归结于客观世界就不足为奇。

奥涅金有着很强的历史责任感与社会使命

感，但是同时又是一个个人主义者，这是因为俄

国人具有互为矛盾的性格因素。别尔嘉耶夫在

《俄罗斯思想》一书中，曾对俄国人的性格做出如

下描述：“在俄罗斯人身上可以发现矛盾的特征：

专制主义、国家至上和无政府主义、自由放纵；残

忍、倾向暴力和善良、人道、柔顺；信守宗教仪式

和追求真理；个人主义、强烈的个人意识和无个

性的集体主义；民族主义、自吹自擂和普济主义、

全人类性：世界末日一弥赛亚说的宗教信仰和表

面的虔诚；追随上帝和战斗的无神论；谦逊恭顺

和放肆无理；奴隶主义和造反行动”［７］３。而中国

知识分子素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悠久传统，孔子

曾说“士若怀居，不足为士也”。杜少卿也承袭了

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一特点。中国文化本身就是

一种“乐感文化”。“乐感文化”的最大特征就是

讲究实用，以人生的幸福为原则。这使得中国人

具有灵活变通的性格，具体到知识分子的身上，

即在任何时候都善于找到排解胸中块垒的出路。

得意时兼济天下，失意时独善其身，纵情山水就

是变通性格的鲜明体现。吴敬梓也是这样，失意

时不问世事，在日常生活的享受之中寻求解脱，

杜少卿就是这种性格的生动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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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从时代特征上来看，奥涅金生活的时

代沙皇并不排斥外来的文化，“自由、平等、博爱”

深入人心，而杜少卿生活的乾隆时期清朝奉行闭

关锁国政策，这就意味着奥涅金的探索有精神的

动力有榜样有方向而杜少卿没有，所以杜少卿不

能够象奥涅金那样积极探索。其次，１９世纪俄国

的知识分子有很强的反抗精神，例如俄国早期革

命知识分子十二月党人，他们不能容忍农奴制的

继续，不能容忍沙皇的专制，于是用起义表达自

己的反抗。既有民族的传统的影响，又有斗争精

神的鼓舞，这都促使奥涅金有一定的勇气面对现

实进行探索，进行实践。而清朝当时处于乾隆时

期，社会稳定，虽然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以

及文化多元化观念，但是毕竟没有产生十二月党

人那样的革命政治群体，更没有产生十二月党人

那样轰轰烈烈的起义。相反，魏晋风度影响了中

国的很多传统文人，吴敬梓就是其中一个。在

《买陵塘》中他写道：“身将隐矣，召阮籍、嵇康，披

襟箕踞，把酒共沉醉。”在移家南京后因病辞征，

吴敬梓坚决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作者又以

神来之笔把这股精神注入杜少卿的骨髓，因而杜

少卿消极避世。

三　　　　

综上所述，杜少卿远离了封建统治者，又无

法融入人民，只能终日无所事事，也是一个“多余

人”。他与奥涅金都产生于新旧文化剧烈冲突的

时期，这证明“多余人”形象的产生与一个民族文

化的嬗变密切相关，“多余人”这一文学现象具有

世界性。与世界文豪普希金相比，清代作家吴敬

梓同样能够把握时代的脉搏，以批判的眼光和超

前的意识审视社会生活，映射时代精神，以思想

上“报晓的先觉者”谓之并不过分；二者的差异则

表明了艺术形象的民族性、时代性。人类的精神

生活虽然千差百异，但是基本的内涵不会改变，

二者的比较研究再一次证明了比较文学这一学

科存在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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